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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的
动态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崔新蕾,王艳融,马艳茹
(内蒙古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呼和浩特010021)

摘 要:[目的]探究黄河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及其影响因素,为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方法]基于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分析了2009—2020年黄河流域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时空耦合动态演进及其影响因子。[结果](1)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耦合

协调度总体呈现波动中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值空间上呈现下游地区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小。(2)上游

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地区内差距明显高于中下游地区,地区间差距由大到小依次为上游与下游>上游与中游>中

游与下游,地区差距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距和超变密度差距。(3)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状态

之间流动性较低,具有维持原有状态的稳定性,且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演进。(4)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有效

促进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发展,政府干预对大部分省区耦合协调发展促进作用明显,市场需求与技术成果有效结合才

能更进一步促进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结论]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时空耦合整体呈上升趋

势,影响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因素较为复杂,未来应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促进黄河流域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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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Evolution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Green
Expansion-EconomicGrowthCouplingCoordinationandItsInfluencing

FactorsintheYellowRiverBasin

CuiXinlei,WangYanrong,MaYanru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InnerMongoliaUniversity,Hohhot010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aimsofthisstudyaretoexplore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of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anditsinfluencingfactors,soastoprovidea
theoreticalreference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wholebasin.[Methods]Basedonthecoupling
coordinationmodel,DagumGinicoefficient,Markovchainand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model,

thespatiotemporalcouplingdynamicevolution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greenexpansion-
economicgrowthintheYellowRiverBasinfrom2009to2020anditsinfluencingfactorswerestudiedand
analyzed.[Results](1)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green
expansion-economicgrowthintheYellowRiverBasinshowedgenerallyafluctuatingupwardtrend.The



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wasthelargestinthelowerreaches,followedbythemiddlereaches,andthe
leastintheupperreaches.(2)Theintraregionalgapinthecouplingcoordinationleveloftheupperreaches
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middleandlowerreachesoftheregion.Thegapbetweenregions
followedtheorder:upperandmiddle>upperandlower>middleandlower.Thegapamongregionsand
intensityoftransvariationwasthemajorsourceoftheoverallgap.(3)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
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economicgreenexpansion-economicgrowthsystemhadthelowfluidity,

whichhadthestabilityofmaintainingtheoriginalstate.Itwasdifficulttoachieveleapfrogdevelopment
evolutioninashortperiod.(4)Industrialstructureoptimizationcaneffectivelypromotethecoupling
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 Yellow RiverBasin.Governmentinterventionhasanobviousrolein
promotingthecouplingcoordinateddevelopmentofmostprovincesandregions.Theeffectivecombinationof
marketdemand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canfurtherimprove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the
Yellow RiverBasin.[Conclusion]Theoverallspatiotemporalcoupling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
reduction-greenexpansion-economicgrowthintheYellowRiverBasinisontherise.Thefactorsaffectingthe
coordinationdegreeofthissystemcouplingarerelativelycomplex.Inthefuture,effortsshouldbemadeto
optimizetheindustrialstructure,tostrengthenthetransformationof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andto
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greenexpansion-economic
growthintheYellowRiverBasin.
Keywords: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greenexpansion-economicgrowth;spatiotemporalcoupling;

YellowRiverBasin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

碳减排治理新阶段与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社会全面

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成为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重点战略方向。达到经济社会绿

色转型成功的目标需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

从量变到质变。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相互交织、相
互作用,正确处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新时期推

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推进高质量增长面临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改善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黄
河流域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经济地带,在生态安全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1]。保护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实现区域整体高质量发展,探究黄河

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的动

态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高速增长加剧了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

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导致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

矛盾加深[2],带来黄河流域资源承载超限、生态环境

脆弱等问题[3]。目前关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重
点分析黄河流域资源利用情况并探讨其生态环境质

量的现状。从土地资源[4]、水资源保护[5]和能源等[6]

角度分析区域资源利用情况,探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质量时空格局与演变趋势。第二,从不同尺度测算黄

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现有研究从省域[5]、地
级市[7]、县域[8]角度分别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分析研究黄河流域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

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第三,从相关性角度出发,
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

系。通过耦合协调模型[9]、VAR模型[10]和一致性模

型等[11]研究黄河流域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

系和时空协调性。综上所述,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角度探究黄河流域区域发展的研究较为

丰富全面。
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

评估报告指出,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具有非常紧密

的关系,呈现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但降碳减污往

往不是单一因素所决定的,同一影响因素对大气污染

物、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在相异时空

尺度中会出现相反的异质性特征。为探究降碳减污

协同关系,一方面从不同尺度探索地区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的关键路径[12],并利用脱钩弹性指数[13]、时空

演化特征[14]、空间关联指数[15]分析降碳减污的协同

趋势与时空异质性。另一方面,从政策实施、企业活

动等因素对降碳减污协同效应影响角度,探讨碳减排

政策的减污效应与污染控制政策的降碳效应。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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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政策[16]、碳交易政策[17]、碳达峰目标等[18]减少碳

排放量的政策对地区污染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企

业脱硫工程[19]、气候政策[20]、大气污染治理政策

等[12]污染物治理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地区碳排放水

平。降碳减污相辅相成,并具有协同增长趋势,加大

环境规制力度还可以促进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

协同效应,并实现二者协同效应的扩张[21]。上述都

为新时期开展降碳减污协同效应研究提供了思路和

借鉴,但将降碳减污协同效应与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

放在同一框架下的研究存在缺失。在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键时期研究四者的相关关系与特征,可为进

一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建议。
对于具有重要地位的黄河流域来讲,不仅要重

视降碳减污协同作用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更要

将降碳、减污、扩绿和增长纳入统一框架下,能够更好

地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并通过对比系

统之间的差异性来有效解决问题。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是多层次、非线性的动态系统,探究黄河

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4系统耦合协调性

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对黄河流域生态改善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走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现

实指导意义。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黄河流域(北纬32°—42°,东经96°—119°)是我

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在生态保护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方面具有重要地位。黄河发源地为青海省巴颜喀

拉山脉,流经地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
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最终注入渤海。黄河流域横

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上中下游地区自然要素与

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差异。在我国迈入发展新阶段的

背景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与资源承载超限问题

凸显,激化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矛盾。
构建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统一系统,
在新发展理念下寻求经济与生态发展平衡点,为黄河

流域相关政策的落实推进提供理论依据。

1.2 数据来源

2009—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区的二氧化碳相

关数据来源于《中 国 能 源 统 计 年 鉴》(2010—2021
年),按照《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标
准计算8种能源消费量(实物量)获得;2009—2020
年绿色金融数据基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

2021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10—2021年)、《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2021年)、《中国农业统计

年鉴》(2010—2021年)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2010—2021年),借鉴贾洪文等[22]方法通过熵值法

计算得出;低碳指数参考李荣杰等[23]研究方法计算

获得;全要素生产率参考刘建国等[24]研究方法测算;
人力资本水平参考姚洋等[25]方法测算;绿色专利数

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绿色专利分类号来源于

WIPO绿色专利清单,其余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2010—2021年),部分缺失值采用均值或线

性插值法进行补充。黄河流域的上游地区包括青海、
甘肃、宁夏、四川、内蒙古,中游地区包括陕西、山西,
下游地区包括河南、山东。

2 材料与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指标体系相关成果,依据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交互作用机制,基于客观性、全面性、典型

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构建涵盖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4个子系统28个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具体

见表1。

2.2 研究方法

2.2.1 综合评价法 为保障黄河流域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综合评价体系计算结果的全面性、客观

性,选用综合评价法对其进行测度。计算综合评价指

标的方法有很多,其中,熵值法通过计算不同指标的

权重,能够防止主观因素对结果产生的影响,故本文

选用熵值法对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各

指标赋权,计算综合得分对指标评价体系进行测度。
由于黄河流域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综合评

价体系的各项指标在数值大小和单位上存在明显区

别,需先采用标准化方法消除这些差异,具体计算过

程如下:
对于正向指标采用公式(1)进行标准化处理。

Xij=
Xij-minXij{ }

maxXij{ }-minXij{ }

(i=1,2,…,m;j=1,2,…,n) (1)
对于负向指标采用公式(2)进行标准化处理。

Xij=
maxXij{ }-Xij

maxXij{ }-minXij{ }

(i=1,2,…,m;j=1,2,…,n) (2)
式中:Xij为地区i中指标j的样本值;max和 min为

样本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评价指标对子系统的影

响存在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当指标越大对子系统的

影响越好时,则为正向效应,反之则为负向效应。
因标准化处理后Xij会出现零值,故将所有数据

整体向右平移0.0001个单位得到Y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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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 Evaluationindexsystem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green
expansion-economicgrowthintheYellowRiverBasin

目标层 指标层 公式 单位 指标属性

CO2排放量 CO2排放量/行政区划面积 t/km2 -
人均CO2 CO2排放量/总人口数 t/万人 -

降碳 CO2强度 CO2排放量/GDP t/万元 -
低碳指数 见参考文献[23] -
能源结构 煤炭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 % -

SO2 SO2排放量/工业总产值 t/百万元 -
工业废水 工业废水/工业总产值 t/元 -
工业烟尘 工业烟尘/工业总产值 t/百万元 -

减污
PM2.5 g/m3 -

环境污染治理支出强度 环境支出/GDP % +
农药使用量 农药使用量/耕地面积 t/hm2 -

农用化肥使用量 农用化肥使用量/耕地面积 t/hm2 -
农用地膜使用量 农用地膜使用量/耕地面积 t/hm2 -

绿色金融 见参考文献[22] +
绿色发明专利 项 +

扩绿 绿色实用专利 项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植被绿化面积/建成区面积 % +

人均绿地面积 绿地面积/总人口 hm2/万人 +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GDP % +

城镇化率 城市人口/总人口 % +
人均GDP GDP/总人口 元/人 +

全要素生产率 见参考文献[24] +

增长
GDP增长率 % +
居民消费水平 社会零售总额/总人口 万元/人 +

人均可支配收入 可支配收入/总人口 元/人 +
人力资本 见参考文献[25] +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额/GDP % +

R&D 投入强度 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企业营业总收入 % +

  计算各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比重(qij):

qij=
Yij

∑
m

i=1
Yij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ej=-
1
lnm∑

m

i=1
(qijlnqij), e∈(0,1] (4)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

gj=1-ej (5)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

Wj=
gj

∑
n

j=1
gj

(6)

计算各项指标的综合评分(Si):

Si=∑
m

i=1
WjYij (7)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

度降碳、减污、扩绿和增长4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

调度,借鉴已有文献研究[26],耦合度计算公式如下:

C=
U1U2U3U4

(U1+U2+U3+U4)/4 4{ }
1
4

(8)

式中:C 为耦合度;U1,U2,U3,U4 分别为降碳系统、减污

系统、扩绿系统和增长系统的综合发展得分,在计算出

耦合度之后,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研究各个子系统间

的互动关系和协调发展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T(U1,U2,U3,U4)=β1U1+β2U2+β3U3+β4U4 (9)

D(U1,U2,U3,U4)= C(U1,U2,U3,U4)×T(U1,U2,U3,U4)
(10)

式中:T 为复合系统之间的综合贡献指数;D 为耦合

协调度;β 为待定系数,此系数表示不同子系统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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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系统中所占权重大小,该权重大小可以充分显示出

不同子系统在复合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借鉴方传棣

等[2]的设定方法,将降碳、减污、扩绿和增长的待定系

数均设定为1/4,耦合协调度等级具体分类见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评价标准

Table2 Couplingcoordinationlevelevaluationcriteria

耦合协调度

等级

区间

范围

耦合协调度

等级

区间

范围

极度失调(Ⅰ) 0.000≤D<0.100 勉强协调(Ⅵ) 0.500≤D<0.600
严重失调(Ⅱ) 0.100≤D<0.200 初级协调(Ⅶ) 0.600≤D<0.700
中度失调(Ⅲ) 0.200≤D<0.300 中级协调(Ⅷ) 0.700≤D<0.800
轻度失调(Ⅳ) 0.300≤D<0.400 良性协调(Ⅸ) 0.800≤D<0.900
濒临失调(Ⅴ) 0.400≤D<0.500 优质协调(Ⅹ) 0.900≤D≤1.000

2.2.3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Dagum基尼系

数及其分解通过计算地区内差距、地区间差距和超变

密度这3个方面的数据,全面、有效地测度地区差距,
分析地区演变规律。根据现有研究文献对该方法测

算和分解[27],对9个省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进行计算。

2.2.4 马尔科夫链 为便于后续研究,将前文耦合

协调度等级进行合并,按水平高低重新划分为濒临失

调(0≤耦合协调度<0.5)、初级协调(0.5≤耦合协调

度<0.6)、中级协调(0.6≤耦合协调度<0.7)、高级协

调(0.7≤耦合协调度≤1)这4种类型,以滞后1a为

条件构造一个4×4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m,用
该矩阵来呈现不同年份不同地区耦合协调度类型之

间的转移:

mij=nij/ni (11)
式中:mij为某省区耦合协调度类型从t年的i状态转

移到(t+1)的j 状态的概率;nij为黄河流域内耦合

协调度类型从t年的i状态转移到(t+1)的j状态的

省区数量(个);ni为黄河流域内耦合协调度类型处于

i状态的总共省区数量(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耦合

协调度类型不发生改变的称为平稳,耦合协调度类型

得到改善的称为向上转移,否则为向下转移。

2.2.5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
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GWR)是空间异质

性研究的经典模型。不同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影响在空间上

存在明显差异,而GWR将黄河流域不同省区空间位

置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研究,使各影响因素与耦合协

调度的关系可以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并对不

同位置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好处理。其模型为:

Di=β0(ui,vi)+∑
k
βk(ui,vi)xik+εi (12)

式中:Di为第i个省区的耦合协调度;xik为第i个省

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干预程

度和技术成果市场化这4个影响因素;(ui,vi)为第i
个省区的时空坐标;β0(ui,vi)为截距项;βk(ui,vi)
为回归参数;εi为随机误差。

3 结果与分析

3.1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指数分析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变动趋势

如图1所示。研究期内降碳指数一直较为平稳,变动

幅度不明显。减污指数在2017年前并未出现明显变

动,2017年后整体发展水平并不平稳,2017—2020
年,减污指数先下降后上升而后又呈现下降趋势。扩

绿指数和增长指数都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其中,扩
绿指数从0.303上升到0.338,一直处于4系统的最

低层次,增长指数从0.401上升到0.452。

图1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的

指数变动趋势

Fig.1 Exponentialtrend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

reduction-greenexpansion-economicgrowth

intheYellowRiverBasin

3.1.1 黄河流域降碳系统指数趋势分析 上、中游

地区的降碳指数均呈现波动中逐步下降态势,如图2
所示。上游地区的降碳指数在2009—2010年出现了

短暂的上升,而后转为下降;中游地区的降碳指数在

研究期内发生3次波动,2009—2010年、2013—2014
年和2016—2017年这三年间降碳指数都呈下降趋

势,之后的两年都在上升,但后一个上升期的降碳指

数上升幅度没有前一个上升期上升幅度大,甚至在最

后一个阶段即2017—2019年降碳指数趋于水平。究

其原因,如上游的内蒙古、中游的山西这些省区具有

丰富的自然资源,构成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

构,地区能源产业发展较快,使得这些地区碳排放量

过高,从而降碳指数较低。下游地区的降碳指数呈现

波动中缓慢上升态势。2009—2014年下游地区降碳

指数波动式上升,2014—2016年该指数转为下降,

2016—2019年又开始上升。山东、河南这两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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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其降碳指数高于其他省份并呈现

不断提升态势。

3.1.2 黄河流域减污系统指数趋势分析 黄河流域

多数省区减污指数呈现下降态势。上、中、下游地区

的减污指数变动趋势极为相似,2017年前减污指数

缓慢下降,2017—2020年呈现波动式下降;下游地区

的减污指数要略低于中、上游地区,说明河南、山东两

地的减污水平与整个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相比,还有

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黄河流域农产品主产区主要

集中在下游的农耕区,如河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

基地,农药、农业化肥等污染物排放量与上中游区相

比较大;另一方面,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

主也导致了环境污染,比如山东省之前“一钢独大”的
产业布局,在促进山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大

量工业废水、烟尘等污染物的排放。

3.1.3 黄河流域扩绿系统指数趋势分析 黄河流域

中、上游地区的扩绿指数在2009—2020年差距较小,
上游地区的扩绿指数在研究期内并未达至有效状态,
该指数发展落后于其他省区;下游地区的扩绿指数在

研究期内反复上下波动,其数值高于中、上游地区。

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高能耗、高污染

产业,在发展各项产业的同时并没有充分考虑环境保

护问题,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无法统筹生态环

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使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下游地区注重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统筹兼顾,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投入,重视新兴产业

发展,其扩绿指数大于中、上游地区。

3.1.4 黄河流域增长系统指数趋势分析 黄河流域

上、中、下游地区的增长指数均处于波动不稳定状态。
上、中游地区的增长指数在小幅度波动中上升,下游

地区的增长指数波动较大,在2013年呈现下降现象

后快速上升。初期下游地区资源的利用与整合能力

亟待加强,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无法实现资源的有

效利用,使得增长指数并未明显提升,后期下游地区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随着山东和河南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稳好新转”的发展模式不断优

化,增长指数高于其他省区,并且表现为不断上升趋

势;陕西、宁夏、山西等省区由于自身地理位置、自然

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增长指数并不平稳,表现为在上

升和下降中不断更替。

图2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指数变动趋势

Fig.2 Trend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greenexpansion-economicgrowth
intheupper,middleandlowerreachesoftheYellowRiverBasin

3.2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时

空演变特征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耦合协调度

结果如图3所示。黄河流域耦合度由2009年的0.866
提升到2020年的0.912,耦合协调度由2009年的0.637
提升到2020年的0.643,但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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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动趋势

Fig.3 Trendsofcouplingdegreeandcouplingcoordination
degree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green
expansion-economicgrowthintheYellowRiverBasin

2009—2020年,四川、河南、甘肃和青海4省区

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山东、宁夏和内蒙古3省

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陕西和山西两省区耦合

协调度较为平稳,具体结果见表3。其中,河南耦合

协调度大幅提升,耦合协调度从0.642提升为0.681,
说明河南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4个子系统之

间相互作用增强且关联程度提高。这可能是因为随

着规划和政策的实施,在经济发展方面,河南加大经

济投入与科技投入,提升了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实现

了新旧动能转换,与此同时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致使其降碳—减污—扩绿—增长4系统之间的耦合

协调度水平较高。山西和陕西的耦合协调度变化情

况相类似,2009年陕西的耦合协调度处于黄河流域

的领先水平,在9省区中表现为中级协调,山西的耦

合协调度表现为初级协调,到2020年两个省区的耦

合协调度水平仍保持原有的状态。由于地理位置的

约束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等原因,宁夏和

内蒙古的耦合协调度值都呈下降态势,致使内蒙古耦

合协调度由中级协调演变为初级协调,而宁夏在研究

期初和期末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并未发生转变,表现为

初级协调。作为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核心”区和“引
领”区的山东,其经济发展态势较好且稳定,虽然其系

统耦合协调有下降趋势,但在整个黄河流域中一直处

于较高水平,且耦合协调度波动幅度较小,为9省区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4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打

造了良好的“样板”。甘肃和青海的耦合协调度水平

在黄河流域中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两省区的耦合协

调度呈现不断提升态势,两省区工业发展起步较晚但

工业化水平在不断提升,现阶段我国在推进工业化进

程中对节能环保产业越来越受重视,在政策推动下有

助于这两个省区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绿色

经济提升,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将日益突显。四川的

耦合协调度数值虽有上升,但在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

等级并未出现明显变化,一直表现为初级协调。
表3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Table3 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carbonreduction-pollutionreduction-green
expansion-economicgrowthintheYellowRiverBasin

项目 省份
耦合协调度及类型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2020年

青海 0.426 0.557 0.272 0.551 0.499 0.598 0.588
甘肃 0.474 0.542 0.555 0.486 0.453 0.512 0.507
宁夏 0.652 0.625 0.626 0.639 0.619 0.651 0.611
四川 0.688 0.699 0.687 0.709 0.748 0.733 0.693

耦合协调度
内蒙古 0.701 0.708 0.697 0.695 0.695 0.654 0.634
陕西 0.726 0.736 0.733 0.745 0.751 0.738 0.700
山西 0.606 0.611 0.606 0.599 0.636 0.617 0.613
河南 0.642 0.651 0.624 0.668 0.719 0.710 0.681
山东 0.816 0.811 0.795 0.805 0.821 0.774 0.760

黄河流域 0.637 0.660 0.622 0.654 0.660 0.665 0.643
青海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中度失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甘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宁夏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四川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耦合协调度类型
内蒙古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陕西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山西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河南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山东 良性协调 良性协调 中级协调 良性协调 良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黄河流域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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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直观地分析黄河流域9省区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利用ArcGIS软件对2009
年、2013年、2017年、2020年的测算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果如图4所示。

2009年,山东处于良性协调阶段,内蒙古和陕西处

于中级协调阶段,甘肃和青海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余

省区均处于初级协调阶段,黄河流域未出现处在优质协

调阶段的省区。2013年,黄河流域大部分省区耦合协调

度相比2009年整体上均未发生较大变化,只有青海、内
蒙古和山东的耦合协调度在下降,青海耦合协调度由

濒临失调演变为中度失调,内蒙古由中级协调演变为

初级协调,山东由良性协调演变为中级协调。2017
年,青海耦合协调发展有明显改善,演变为濒临失调,
山东转为原来的良性协调。2020年,青海耦合协调

发展态势良好,表现为勉强协调,甘肃耦合协调发展

有明显改善,由濒临调演变为勉强协调。

注:基于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GS(2019)182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未做修改,下图同。

图4 2009年、2013年、2017年、2020年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格局

Fig.4 Spatialevolutionpatternof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in2009,2013,2017and2020

3.3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

的地区差距演进

采用Dagum基尼系数方法,测度2009—2020年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水平

地区差距及其子群分解差距。

3.3.1 耦合协调度水平的总体地区差距及其演变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水平总

体存在较大差距,总体基尼系数在0.1141~0.0607波

动,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发展趋势,如图5所

示。将研究期内总体地区差距变化可划分为3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2009—2011年,该阶段耦合协调度水

平的基尼系数总体呈小幅下降趋势;第二阶段为

2011—2013年,基尼系数总体指数触底反弹,不均衡

现象趋于扩大,在2013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0.1141;
第三阶段2013—2020年,该阶段耦合协调度水平基

尼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到2020年降到最低值

0.0607,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度水平的总体不均衡现

象在不断改善。

3.3.2 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 黄

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水平的

地区内差距演变趋势如图5所示。从数值差异角度

来看,上游地区的地区内差距最大,中、下游地区内差

距都低于上游地区,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

平均值从大到小排序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下游

地区。从各区域演变趋势来看,上游地区基尼系数表

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规律,而中、
下游区域的基尼系数则表现出“一直下降”的变化规

律,地区内基尼系数波动性大小依次为上游地区>下

游地区>中游地区。
分地区来看,上游地区基尼系数总体变动较为明

显,2009—2013年呈“U”型变化,即2009—2011年表

现为下降,2011—2013年转为上升,在2013年地区

内差距上升至研究期内最大值0.1386,随后基尼系

数呈下降趋势,降到研究期内最小值0.0551。在研

究期内,上游地区内差距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
再减小”的过程,且有逐渐减小的趋势;中游地区内的

区域差距与下游地区的演化趋势基本一致,且不均衡

现象都有所减少,但中游地区的基尼系数变动要比下

游地区的变动更加平稳。中游地区基尼系数总体有

所减小,2009—2016年由0.0451下降至0.0380,2016—

2018年由0.0380增加至0.0438,此后基尼系数有所下

降,到2020年下降至研究期间最小值0.0332。下游

地区基尼系数总体上表现为波动中下降趋势,表明下

游地区内差距在逐渐减小,下游地区基尼系数在

2009—2015年呈下降趋势,由0.0595下降至0.0465,以

2009年为基期,年均下降率为0.19%,降幅为21.82%,

2015—2020年基尼系数由0.0465下降至0.273,年
均下降率为0.32%,降幅为32.05%,该地区基尼系数

总体呈减小的变化趋势,但在研究期末,下游地区的

基尼系数已经低于其平均值,说明这一时期内下游地

区内发展较为平均。
综合黄河流域总体及上、中、下游三大地区看来,

尽管在研究期内不同地区的基尼系数呈现上下起伏

波动,但是黄河流域总体及上中下游地区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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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变趋势中呈现逐渐减小趋势。中、下游地区的经

济发展起步早、发展速度快且成效显著,其工业化水

平较高。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和环境保

护更加重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全

局性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绿色发展战略,中、下游

地区抓住发展机遇大力发展,使中、下游地区之间形

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协作关系,从而使其发展趋于平

衡,基尼系数也在不断下降。而上游地区的发展较

中、下游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正处在一个追赶的阶

段,政府为促进上游地区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产业

扶持政策,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致使部分依靠

自然资源禀赋带动经济增长的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
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地区内耦合协调

度水平逐渐拉大,基尼系数下降不显著。

图5 总体与上中下游地区内耦合协调度水平差距的演变

Fig.5Evolutionofthegapbetweenthecoupling

coordinationlevelintheYellowRiverBasinand

theupper,middleandlowerreaches

3.3.3 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 黄

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水平的

地区间差距演变趋势如图6所示。从地区间基尼系

数差异角度来看,不同地区间耦合协调度水平差距较

为显著,地区间的基尼系数平均值按从大到小顺序排

序为:上游与下游>上游与中游>中游与下游。从地

区间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角度来看,可将研究期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9—2013年,该阶段内上游

与中游、上游与下游地区间基尼系数表现为在波动中

上升,中游与下游地区间基尼系数变化较为平稳;第
二阶段是2013—2020年,该阶段内不同地区间的基

尼系数在波动中都呈现递减趋势。
上游与中下游地区间基尼系数总体演变趋势基

本一致,上游与中游地区间基尼系数在2009—2013
年介于0.0670~0.1136,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

0.1136;上游与下游地区间基尼系数在2009—2013
年介于0.0926~0.1329,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

0.1329,说明在这一阶段内上游与中下游地区间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存在

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逐步扩大,上游地区4个子系

统耦合协调度发展程度落后于中下游地区,且上游地

区与下游地区间基尼系数增幅大于中游地区,上游地

区与下游地区间差距增加明显快于中游地区。2013—

2020年上游地区与中游地区基尼系数从0.1136下降到

0.0556,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基尼系数从0.1329下

降到0.0877,表明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之间发展

的不平衡现象在逐步缩减。
中游与下游地区间基尼系数在2009—2014年位

于0.0687~0.0814,基尼系数变动较小,之后基尼系数

从2014年的0.0814下降到2020年0.0533年、2020年

的基尼系数是研究期内中游与下游地区间的最低值,
说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间4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

度发展水平较为均衡。研究期初,位于中下游地区的

省区相较于上游地区来说,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注

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于是上

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间差距拉大;而到后期,上游地

区经济发展状况稳步好转的同时也注重生态保护,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在逐步提

高,中下游地区基尼系数在不断缩小。

图6 上中下游地区间耦合协调度水平差距的演变

Fig.6 Evolutionofthegapinthelevelofcoupling
coordinationbetweentheupper,middleandlowerreaches

3.3.4 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差距来源及其贡献 黄河

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差

异来源贡献率如图7所示。研究期内,黄河流域4子

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地区差距主要来源是地区内

和地区间差距,地区内差距的平均贡献率为34.48%,
地区间的平均贡献率为52.09%,超变密度差距不大,
平均贡献率为11.98%。从演变趋势来看,地区内差

距基本处于平稳状态,而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整体呈

现“U”形变化趋势,波动较大,超变密度贡献率则整

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态势,存在一定波动。具体

来看,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介于31%~40%,变动较

小;超变密度贡献率在2009—2014年呈波动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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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3.16%上升至最大值19.94%,随后转为递减趋

势,2014—2020年减至5.76%,下降幅度显著;地区

间差距贡献率在2009—2014年呈下降趋势,到2014
年下降至最低值42.98%,2014—2020年在波动中呈

上升态势,升至最大值65.49%。

图7 耦合协调度水平差距贡献率的演变

Fig.7 Evolutionofthecontributionrateofthegap
betweenthelevelofcouplingcoordination

3.4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

的动态演化特征

使用马尔科夫链模型计算黄河流域各省区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随时间

转移的概率,测算结果见表4。其中,主对角线代表

的是耦合协调度等级不发生改变的概率,非对角线代

表的是耦合协调度等级向上转移或向下转移的概率。
表4 2009-2020年耦合协调度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Table4 Markovtransferprobabilitymatrixofcoupling
coordinationdegreefrom2009to2020

t/(t+1) n/个
濒临

失调

初级

协调

中级

协调

高级

协调

濒临失调 11 0.5455 0.2727 0.1818 0.0000
初级协调 4 0.0000 0.7500 0.2500 0.0000
中级协调 28 0.1071 0.0357 0.7500 0.1071
高级协调 56 0.0000 0.0000 0.0893 0.9107

  主对角线上的4个概率值都比非对角线上的概

率值要大,说明黄河流域各省区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度不轻易在不同类型间发生转变,
都保持最初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具体来看,研究期内

起初表现为濒临失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和高级协

调类型的省区一年后仍维持原有类型的概率分别为

55%,75%,75%,91%,其中高级协调这一耦合协调

度类型概率值最大,说明耦合协调度更倾向于向最高

等级集聚。
非对角线位置的数值中,位于主对角线左侧的数

值都小于主对角线右侧的数值,表明耦合协调类等级

发生向下转移的可能要小于发生向上转移的可能,耦
合协调度等级整体更倾向于向上转移,说明黄河流域

各省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度有

长期增长趋势,这和前文所述研究结果相吻合。非对

角线上的数值并不完全为0,且这些非0数值集中于

对角线两侧,表明黄河流域部分省区4子系统耦合协

调度类型存在向更高等级或更低等级转移的可能性

发生在连续两年间,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耦合协调度

类型的跃迁(如从初级协调直接跳跃到高级协调),大
多数省区都只是一个向上或向下迁移的过程,表明黄

河流域各省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耦合协

调度的演化是一个相对稳定且持续的过程,很难在较

短时间内发生跨越式的发展。

3.5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

的驱动机制分析

综合考虑黄河流域各省区影响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因素,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
业结构高级化、政府干预程度和技术成果市场化这4
个因素进行驱动因子分析。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采

用泰尔指数来度量[28],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第三产

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程

度采用一般财政支出与GDP比值衡量,技术成果市

场化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与GDP比值衡量。
从图8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

在研究期初表现为“中间低两边高”,宁夏、陕西和内

蒙古等大部分省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系统耦合协

调度的影响都表现为负向影响。在研究期末则表现

为“中间高两边低”,说明研究期间大部分地区的产业

结构调整更加趋于合理化,促进黄河流域各省区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协同增效,只有青海、四
川和内蒙古3省区的产业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产

业结构合理化对能源消耗量具有重要影响,在相同产

出水平条件下,最优的产业结构可以降低能源消耗

量,而能源消耗量对于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

的耦合协调又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三次产业的能源

消耗量差异较大,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演进,产业

结构优化有效减少了能源消耗量,从而促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增长。
从图9中可以看出,2009年青海、甘肃、河南的

产业结构高级化抑制了该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陕
西、四川和内蒙古等省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于耦合

协调度起促进作用;到2020年,四川、青海和内蒙古

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从正向转变

为负向,其余地区转变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是

我国推动碳减排、实现碳达峰的有效途径,其升级转

换能够有效地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
动产业发展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方向转变,减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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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有效地提高了绿色生

产效益,极大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陕西、河南和山

东等省区致力于推动传统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

自身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并迈向高端价值链。与此

同时,这些省区的新兴行业、高科技行业也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推动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由此降低了生产

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从而促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图8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4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变化

GWR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分布

Fig.8 RegressioncoefficientoftheGWRmodelestimates
thechangeofthecouplingcoordinationlevelbetween

industrialstructurerationalizationandthefoursystems

图9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4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变化

GWR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分布

Fig.9 RegressioncoefficientoftheGWRmodelestimates
thechangeofthecouplingcoordinationlevelbetween
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andthefoursystems

  如图10所示,政府干预程度对黄河流域各省区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与产业

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似。在2009年,宁夏、陕西和内

蒙古等大部分省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对于耦合协调度

水平的影响为负向,说明在研究期初以市场为导向的

经济发展模式更有利于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

合系统的协同发展;到2020年,对于黄河流域大部分

省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为正向,影
响程度最大的是甘肃、陕西和山西,说明在研究期末,
政府介入能对市场起良性引导作用,有助于将政策优

势发挥到最大化程度,有效促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增长。

黄河流域技术成果市场化的整体水平偏低,虽然

2009年与2020年相比,黄河流域的大部分省区技术成

果市场化对于耦合协调度的积极影响在增强,但并没有

有效促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提升

(图11)。技术成果市场化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

推力,能够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重。不同省

区要结合现实需求,构建有利于技术成果转化的创新机

制,注重市场导向,因此各省区在技术研发初期就要注

意,所研究和创造的成果必须具有实用性、效益性以

及在理论方面的科学性,只有将市场需要和技术研发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科研工作与生产效益产生密切

的联系,才能将科技成果真正地运用到实际生产中,
技术成果才能转换,才能有利于市场,才能在实现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过程中发挥最大效益。

图10 政府干预程度与4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变化

GWR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分布

Fig.10 RegressioncoefficientoftheGWRmodelestimates
thechangeofthecouplingcoordinationlevelbetween

governmentinterventionandthefoursystems

图11 技术成果市场化与4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变化

GWR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分布

Fig.11 RegressioncoefficientoftheGWRmodelestimates
thechangeofthecouplingcoordinationlevelbetweenthe

marketizationoftechnicalachievementsandthefoursystems

4 结 论

(1)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度

在波动中呈现小幅上升趋势,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耦合协调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趋势。其中,
降碳指数并未出现明显变动,扩绿指数和增长指数都

呈现波动式上升,减污指数呈现波动式下降。黄河流

域4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中,四川、河南、甘肃和青海

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上升态势,其中河南耦合协调

度提升最高,山东、宁夏和内蒙古的耦合协调度呈现

下降趋势,陕西和山西的耦合协调度较为平稳;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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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空间格局。
(2)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

调度水平的地区内差距演变趋势中,上游地区内差距

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但这种不平衡现象存在缩小

趋势;各地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具有明显的差

距,地区间差距由大到小依次为上游与下游>上游与

中游>中游与下游;研究期内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度水

平的地区差距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距和地区间差距。
(3)黄河流域各省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系统耦合协调度状态不同类型之间流动性较低,具有

维持原有类型的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类型向上转移的

概率大于向下转移的概率,即各省区耦合协调度存在

长期增长趋势;4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一般情况

下不会出现耦合协调度类型的跃迁,大部分省区耦合

协调度类型只是向上或向下转移一个等级。
(4)影响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

合协调度水平的因素中,大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更加趋于合理化,能够促进黄河流域各省区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4系统协同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对

耦合协调度影响的正向和负向作用均有体现,不同的

是正向影响在减弱,负向影响在增强,且研究期内该

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黄河流

域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干预对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耦合协调度的作用从抑制转变为促进,说明在研究

期初,政府介入不利于4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在
发展的后期,政府介入有利于有效提升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4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技术成果市场化

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4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

响较小,并没有有效促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

合协调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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